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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始终怀有强烈的愿

望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这一探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

期，即 1949 年以前，1949—1956 年，1957—1965 年，1966—1976 年。 他在探求过程中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

误和曲折，但始终没有放弃过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目标和社会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

的观点。 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就要缅怀他为实现中国工业化所作出的贡献，并继承他的遗

志，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紧跟世界新型工业化的步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
工业化、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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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 *

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始终怀有

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进行了不懈

的追求和探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的这一

探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 1949 年以前，
1949—1956 年 ，1957—1965 年 ，1966—1976
年。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

心，他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在这四个时期都

给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巨大影响，其中既

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误和曲折，包括晚年由

于指导思想上 “左” 的偏差所造成的灾难性后

果。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为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目标和社会主义一

定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观点， 有的错误

甚至就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因此，分析毛泽

东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 有助于深入探究和理

解他的思想与实践， 也有助于深入探究和认识

中国革命与建设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

一

1949 年以前，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

和探索，主要围绕什么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

政治前提和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

两个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以及相关政策中。
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工业化

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一

道，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 除了代表地主

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可以说都赞成在中

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 但怎样才能实现工

业化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派别的答案就大

不一样了，甚至截然不同。 中国共产党从她诞

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

彻底反帝反封建，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拦路

虎”， 并提出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

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 毛泽东将这些主

张加以系统化， 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

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 1939 年所著 《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一文中，从两方面深入分析了外国资

本主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他指

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

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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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 外

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

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

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

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

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

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

能。 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

商品的市场， 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1](pp.626-627)

“可是， 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

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

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 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

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

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

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帝国主

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

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1](pp.627-628)接着，毛

泽东列举了帝国主义为着不使中国成为一个

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 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压迫手段。
正是建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明

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

产党要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就要首先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要使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就要争取在中国实现工

业化。 他说：“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

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 这一点，懂得的

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

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

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民主

主义的国家， 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

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

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

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

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

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

标而奋斗。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

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

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

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2](p.1081)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奋斗目标。 正是这一观点，使中国工业化与

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被紧

密联系到了一起。
基于只有发展大规模工业以及与此相适

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才能巩固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的观点， 毛泽东进一步提

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改

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

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

会。 ”[1](p.666)这个“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

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

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

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

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

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

命。 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

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1](p.668)

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将继续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毛泽东解释说：“在

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

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

是不足为怪的。 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

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

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1](p.650)他还说：“拿资本主

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

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

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

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

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

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

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 另外有

些人， 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

一个必要的发展， 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

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

其功于一役’。 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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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有些则是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 ”[2](p.1060)

那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反对在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

础上直接实行社会主义。 对于这种农业社会主

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曾给予过无情的批判，
指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他在 1944 年 8
月 31 日致博古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

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

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 分

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

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

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

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现在的农村

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

社会的主要基础。 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

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3](pp.238-239)在 1945 年 4 月党

的七大书面报告中，他又说：对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我

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

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

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 所谓民粹

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

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4](p.323)

他在 1948 年 4 月 1 日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

又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

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

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我们必须批

判这种思想。 ”[5](p.1314)他还在 1948 年 9 月政治局

会议上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

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

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但不能

由此产生误解。 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

要社会化。 ”[6](p.139)

1948 年 7 月，经党中央审定、以新华社名

义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强调：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是指在小农经济的基础

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 抱有这种思

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

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

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

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过去历史上代表小

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

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

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7](p.236)显而易见，
这一文件也是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制

定的。
毛泽东不仅把是否有利于中国工业化的

发展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而且在

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实施了保护私营工商

业和发展公营工商业的政策，并注意纠正各种

看不起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思想倾向。 抗日

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包括发展公营工

业在内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已经能够自己解

决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工人的数量也由开始

的 700 人发展到 1.2 万人。 1944 年 5 月，毛泽

东在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时

指出：边区工业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

义却非常远大。 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

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
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

义，需要工业。 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

保障，就需要工业化。 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

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

没有新式工业。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

地欺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
它欺侮我们落后。 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

全民族的任务。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

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

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

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

定拥护我们。 ……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

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

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

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 因此所有的共产党

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

工业技术。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

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

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

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应该

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

各种技术知识。 ”[8](pp.514-515)

任弼时在 1944 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

议上演讲时，还引述过毛泽东关于发展边区生

产的另一段话。 毛泽东的那段话是：日本帝国

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

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

发展。 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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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军事政治力量， 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
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

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 我们搞了多少年

就是为了这件事。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

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

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引述了那段话后，任弼时

讲：“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即革命是为着建设， 而建设的根本是发展经

济。 ”[9](pp.343-344)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革命是为着解放

生产力、为着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的这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有清醒认识和深刻理

解的，是贯彻到了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各个方面

的。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正确的战略与策略的指

导，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

得了彻底胜利。

二

1949 年到 1956 年期间， 毛泽东对中国工

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中国工业化的具

体道路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这两个问题，集

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

线以及贯彻措施中。
对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问

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和初期都曾表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

工商业发展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比如说 15
年，二三十年，至少 10 年，多则 15 年或 20 年

等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到了 1952
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一五”计划

方针任务的汇报时，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开始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 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

的过渡，而不是 10 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以

后，他又于 1953 年 2 月提出，要在 10 年到 15
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

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紧接着又在同年 6 月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了出来。 根

据他的意见，党中央于 1953 年 12 月正式制定

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p.266)

之所以出现这个变化，固然有新中国成立

初期经济恢复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国家资

本主义成分迅速超过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

处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一些资本家通过行贿

和偷税漏税等违法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等因素

在起作用，但根本的考虑，还在于要抓住当时

较为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快国家工业化建

设的速度。 今天回过头看，我们可以说当初打

算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的任务，在时间上是短了一点，以后在

执行中又一再“加速”、“加快”，以至于一个五

年计划还没有结束就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导致工作做得比较粗，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但总的说，正是由于贯彻了这一路线，使我国

只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为工业化奠定了

初步基础， 并用不到 30 年的时间就建立了独

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什么急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 由中

央宣传部制发的充分体现毛泽东的工业化思

想并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 《提纲》），
对此作出过详细的解释。 《提纲》指出：我国旧

有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1949 年使

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7%左右，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即使有某些

重工业，也多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修理厂（轮船、
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

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经济上不能独立。 因

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

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

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

主义的工业国家。 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
为什么急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此，我们可以从多

方面分析，但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党中央

根据国外工业化的经验，决定选择一条较快实

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即通过社会主义的办

法，优先发展重工业。 《提纲》指出：根据苏联的

经验， 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

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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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开始。 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

始， 一般是花了 50 年到 100 年的时间才能实

现工业化， 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
在 10 多年中 （从 1921 年开始到 1932 年第一

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我

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 才能使全部工业、运

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

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
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

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

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

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我国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制定的。 而

这就决定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

要适应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 对此，毛泽

东早在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已说得很清

楚了，即“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 也就

是说，“三改”是以“一化”为中心的。 正如《提

纲》所指出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

的。 因为，“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

手工业和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而听其自

然，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 [11](pp.701-702)

先说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
搞工业化要增加工人及城市人口，因此要

增加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的

商品率。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我

国粮、 棉产量应当比 1952 年分别增加 30%和

34%，比如棉花，就要由过去平均亩产 30 斤提

高到 38 斤。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完成这

个计划有很大难度。 而且，即使完成了，农业生

产要同工业建设、人民生活相适应，也是很紧

张的。 如果完不成，势必要拖工业化的后腿。
怎样才能增加农业产量？ 从生产关系的角

度看，当时有三种办法：一是走农业资本主义

化的路，搞家庭农场；二是学苏联办集体农庄；
三是推广中国自己的农业合作化。 在这三种办

法中， 前两种都不符合中国国情。 毛泽东在

1953 年曾说过：“资本主义道路， 也可增产，但

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我们不搞资本

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

要两头落空。 ”[12](p.299)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增加农业产量也有三

种办法：一是开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
三者比较，在当时最可行、见效最快的还是合

作化。 陈云在 1954 年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算了一笔账。 他说：
如果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大规模开垦荒地或在

北方修建大型水利工程， 需要有足够的拖拉

机、柴油，还要兴建铁路、大量投资等等，这些

没有 10 年都难以做到。 而如果搞合作化，根据

经验，可以平均提高产量 15%—30%，按 30%
算，就有 1000 亿斤。 [13](pp.238-239)以后核定为 10%
—20%，即使按 10%算，也有 200 多亿斤。 那几

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也证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

刚成立时，粮食产量是 2200 亿斤，到 1952 年

上升到 3000 亿斤，然后逐年增加，1957 年接近

4000 亿斤，5 年里增产近 1000 亿斤，平均每年

增产近 200 亿斤。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

的增产速度。
对于加快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

系，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作

过透彻的分析。 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

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首先，“我

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

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

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如果我们

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

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

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

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

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

四亿亩至五亿亩）， 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

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

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

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12](pp.431)

其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

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

他农业机器的生产， 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

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

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 所有这

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

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

使用。 ”[12](p.432)

再次，“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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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

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这除了直接

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

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

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

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

了资金。 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

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 因为大规模

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

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

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 因为只有这种

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

倍的购买力。 ”[12](pp.432-433)

关于个体手工业问题，《提纲》指出，由于

它的生产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技术，生产和

销售都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 因此，也

要像对待个体农业那样，经过合作化，把手工

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

不一定都切合实际，但出发点显然都是为了提

高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以适应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需要，而且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在实

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强调要坚持自

愿互利原则，运用启发、示范的方法，但由于对

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存在要求过急、工作

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并

且把一些主张谨慎稳妥的意见当成政治问题，
批所谓 “小脚女人走路”， 批右倾保守思想等

等。 这些不仅在当时带来一些副作用，引起一

些群众不满，也给后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加

快改造速度是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
再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三个

纲领之一的经济纲领所规定的，但资产阶级唯

利是图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于国

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 因

此，当年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既包括

利用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也包括限制其消极作

用的一面。 对于这一点，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清楚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

用、限制政策的同时，创造了诸如加工订货、经

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

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实际上已经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为什么后来要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改造呢？ 《提纲》也对此作了分析，讲了资本主

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讲了

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家实

施工业化计划之间的矛盾。 《提纲》指出：私人

工业 “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

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

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 如果不改

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

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

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

现。 ”[11](pp.723-724）

在 毛 泽 东 最 初 提 出 向 社 会 主 义 过 渡 的

1952 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

比 重 已 经 由 1949 年 的 48.7%下 降 为 30%，而

全民所有制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

1949 年的 26.2%上升到 41.5，公私合营的比重

也上升到 4%。 因此，党中央当时设想，大约再

用 3 年到 5 年时间，全国私营工商业可以基本

上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再用 8 年到

10 年时间，可以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但没过多久，公私合营出现了比这个设

想还要快的形势，以至到 1955 年冬季，形成了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到 1956 年就基本完

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比原

计划提前 12 年。 虽然加快改造步伐是毛泽东

提出的，而且在党内没有不同意见，但速度这

么快，则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料。 所以会发

生这个变化，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国家要优先发

展重工业。
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十分落后，要在这个基

础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特别要优先发展重

工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物

资等等都严重不足。 因此，要合理配置资源，最

大限度地集中财力物力用于工业化建设， 当时

在经济体制上只能选择计划经济。 而实行计划

经济， 必然会遇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国家计划

之间的矛盾。 正如陈云所说：“我们要搞经济计

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

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 ”[13](p.93)

尤其是在“一五”计划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

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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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决定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

购统销，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料，如钢

材、生铁、煤炭、木材等也开始实行计划供应。
这样一来，私营商业，其中主要是批发商，就没

有了货源；私营工业，其中主要是轻纺工业，就

没有了原材料。 于是，公私合营步伐的加快，成

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那时，没

有合营的私人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设备技

术都很落后，国家分配任务给它，它无法承担；
硬要塞给它，做出的东西也不合乎要求。 如果

只对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个别合营，会使中小

企业更加困难。 于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
也就顺理成章、应运而生了。 在全行业公私合

营的过程中， 同时对行业内部进行了改组，该

并的并，该淘汰的淘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

行了企业的优化组合。 在 1955 年中央关于资

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陈云说：实

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

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在既然按整个行

业 来 安 排 生 产、实 行 改 组，那 末，整 个 行 业 的

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不实行全

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

组。 ”[13](p.286)

与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一样，在私营

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 同样存在缺点和不足。
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运动以后，天天

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该合并的合并了，不该合

营的合营了，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

不很恰当，一些工商业原有的供销关系和协作

关系被割裂，还有一些带有传统特色的生产方

法和经营方法被改变， 以致出现产品质量下

降、品种减少，企业管理马虎，群众购物、修理

东西不方便等现象。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和

党中央当时都注意到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

施。 例如，国务院曾及时作出决定，停止企业盲

目合并，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一律半年不

动， 并且提出对一些商品不再由国家统购包

销， 资方人员一般要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等

等。 不过，尽管做了这些纠偏工作，问题并没有

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无论存在多少问题，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

事实，那就是：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

和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采

取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和对资产阶级进行

和平赎买等办法，使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

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

革和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作出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

简称《历史决议》）评价说：三大改造“促进了工

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

历史性胜利”。 [14](p.801)

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不足问

题， 当时一方面努力促进轻工业和农业的生

产，另一方面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适当保

留剪刀差，以扩大内部积累，为发展重工业积

累资金。 对此，党内党外一度有不少议论。 有的

人看到城里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

比新中国成立前高了， 而农业税上交较多，尤

其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民不能再把余粮

拿到自由市场卖高价了，就说现在“工人在九

天 之 上， 农 民 在 九 地 之 下”，“共 产 党 丢 了 农

民”，“忘掉了农村”，对农民“挖得太苦”，要求

对 农 民“施 仁 政”，确 保 农 民 的“四 大 自 由”等

等。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回答，
一方面从实际入手， 分析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一方面从思想入手，批判小农经济思想。 两方

面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如何有利于早日

实现中国工业化。
针对要求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那种把取消剪刀差看成“施仁政”
的主张，是“小仁政”，“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
他说：“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我们施仁政

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 要建设，就要

资金。 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

不能改善很多。 ”[15](p.105)

针对要求把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生活

水平很快拉平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

反映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思想、
反动思想。 他说，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必须靠工业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义。 他

说：“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

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

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

工业吗？ 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15](p.113)他还

说：“不靠社会主义， 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

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产粮

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

是‘难矣哉’！ ”[11](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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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份《提纲》也指出：要批判那些“认

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 可以不忙工业化、可

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

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以及

那种认为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要求百废俱

兴，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

把一切好事情都办完的”思想。 [11](p.712)它所针对

的，也是毛泽东批判的那种只顾农民利益和片

面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观点。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

线，进行“一化三改”，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对中国工业化探求作出的伟大贡献。 尽管

我们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三大改

造中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偏差，但不可否认的

是，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一条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以及进行了相应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国工业

化得以迅速发展。 正如江泽民在庆祝建党 8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 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6](pp.273-274)

三

1957 年至 1965 年， 这一时期是我们党探

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也是我们

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在此期

间，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

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和采用群众运动

方法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社会

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

动，以及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和反复之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把“大跃进”、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的错误概括为“左”倾错误，使一些不

大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望文生义，误以为这里说

的“左”倾，是 改 变 了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的 方

针， 是要在放弃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共产主

义。 其实，之所以说这些错误是“左”的，主要是

因为当时在工业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

成， 是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是

在实际工作中搞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

“共产风”，而不是改变了关于社会主义要建立

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虽然那

时一度出现了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吃穿

住上实行共产主义”、“在‘三五’计划时向共产

主义过渡” 等等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提法，但

这些提法只是被称为 “三面红旗” 的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现和结果，而

不是它们的根源。 要弄清它们的根源，应当先

分析产生“三面红旗”的几个背景。
第一，1955 年下半年， 农业合作化出现了

高潮，进行得比较顺利，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
认为农业生产关系已经变了，为农业生产力的

发展开辟了道路，工业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

前推进了。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一书的序言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他

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
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

不能完成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

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15](p.223)

第二，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

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赞成，但

认为它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还是有积极意

义的，并由此开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

要照搬苏联经验， 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

等。 特别是由于“一五”建设进行得比较顺利，
更助长了一种情绪， 认为我们可以打破常规，
破除计划经济所要求的综合平衡，用比苏联更

高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
第三，1956 年初， 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

冒进的倾向，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
在周恩来、陈云主持下，开展了反冒进的工作，
强调“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

部门订计划要实事求是。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

意，认 为 是 给 群 众 泼 了 冷 水，扫 掉 了“多 快 好

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对各级党

委促进纲要实现的一种形象比喻）。 因此，他提

出要反“反冒进”，并多次召开中央会议，批评

反冒进，主张用“跃进”代替“冒进”的提法。 他

说：我 们 这 样 大 的 国 家，老 是 稳、慢 就 会 出 大

祸，快一点就会好些；还说：要改变一穷二白的

面貌，加速经济建设，需要群众的干劲，气可鼓

而不可泄。
第四，1956 年 9 月， 中共八大指出国内的

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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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

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五，1957 年， 右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

1956 年是“全面冒进”的一年。 因此，反右斗争

联系到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
第六，自朝鲜停战后，国际关系上出现总

体缓和的形势。 毛泽东希望利用这段“休战”时

间，加速国内建设，提早完成工业化，为增强国

防力量、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提供更加

雄厚的物质基础。
从以上背景可以看出，产生总路线、“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都与加

快工业化建设的速度有关。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 1958 年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对这条总路线进行了系统

论述， 概括了它的几个基本点， 其中主要是：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 工业和农业同

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

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

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

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7](pp.303-304)

这说明， 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加快工业化步

伐，核心是高速度。 今天回头看，总路线只强调

精神的作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

则，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本身具有

很大片面性。 以它为指导思想，在执行中必然

会单纯突出多快、追求多快。 但同时应当看到，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

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

状况的普遍愿望”，[14](p.805) 目的是要加快工业化

而不是要跳过工业化。
前面 提 到，反“反 冒 进”开 端 于 1957 年 9

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会后，《人民日报》社

论用了“跃进”一词。 但用“跃进”一词向全党全

国人民正式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是 1957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

农村的伟大纲领》。 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各方

面工作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这说明，“大

跃进”运动不是要在生产关系上跃进，而是指

生产力上的跃进，首先是指农业的跃进。
农业跃进源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

业发展纲要》。 《纲要》提出，1967 年农业产量，
粮食 1 万亿斤，棉花 1 亿担。 这已经是不切实

际 的 指 标， 因 为 1952 年 我 国 粮 食 产 量 只 有

3200 亿斤，如果 1967 年到 6000 亿斤，要年均

增长 4.1%，这个增长率和各国相比已经是最高

的了；如果到 1 万亿斤，要年均增长 6%—7%，
根本做不到。 实际上，我国 1967 年粮食总产量

4400 亿斤，又过了 31 年，即 1998 年才达到 1
万亿斤；棉花总产量 4000 万担，又过了 17 年，
即 1984 年才突破 1 亿担。 可见，即使没有“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1967 年实现《纲

要》也是不可能的。 但《纲要》毕竟还作了一些

测算，而“大跃进”一来，各种指标更加离谱，完

全靠拍脑袋，胡说一气。 许多省都表示要提前

实现《纲要》，《人民日报》通栏标题是《人有多

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 年秋天，农业协作会

议在各地虚报的基础上提出，1959 年保证产粮

1.5 万亿斤，力争 2 万亿斤。 有人竟说：粮食再

提高，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也够用。 就

连毛泽东也被这种虚假宣传所迷惑，说要考虑

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吃的问题。
由于对 1958 年粮棉产量作出盲目乐观估

计，以为农业问题解决了，于是又把“大跃进”
引申到了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上。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活动， 赫鲁晓夫提出苏联打算用 15 年超

过美国。 毛泽东从英共领导人那里了解到，英

国当时钢产量为 2000 万吨，再过 15 年有可能

达到 3000 万吨， 而到那时我国钢产量有可能

达到 4000 万吨， 于是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

留学生时说， 中国要用 15 年， 也就是到 1972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

央在全国工会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目标。 从此，
“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我国 1957 年钢的实际产量是 535 万吨，
1958 年钢产量最初计划为 624 万吨，在反“反

冒进”的形势下改为 711 万吨，在“大跃进”高

潮中进一步改为 800 万—850 万吨。 到了 6 月

份，毛泽东根据下面的汇报，认为赶超英国可

以提前到 10 年、7 年、2 年，于是提出当年的钢

产量就要比 1957 年翻一番， 即达到 1100 万

吨，对外宣布 1070 万吨。 当时，全年时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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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光靠钢铁厂的高炉、平炉、转炉肯定完不

成任务，于是动员全民大炼钢铁。 年底，钢产量

虽然达到 1108 万吨， 但真正能用的只有 800
万吨。 这种采取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
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违反了自然科学，投入大

而效益低。 如果当时冷静一点，按部就班地搞

下去， 用 15 年赶上英国的钢产量并不是没有

可能。 因为即使经过“大跃进”的折腾、三年困

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 1972 年

钢产量还是达到了 2338 万吨。 而英国钢产量

在 1970 年达到 2800 万吨后，由于产业结构调

整，产量逐年下降，到 1972 年降为 2500 万吨。
两相比较，已经很接近。1973 年，中国钢产量达

到 2500 万吨，1977 年虽然降为 2300 万吨，但

那年英国钢产量是 2000 万吨， 中国超过了英

国。 这一年距离毛泽东 1957 年提出用 15 年在

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不过多用了 5 年时间。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大跃进”是错误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发点是要以尽可能短

的时间使国家实现工业化。 而且，用群众运动

的办法，在当时也确有减少资金投入、降低成

本的考虑。 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中就说：“二五”时期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群

众路线来进行建设， 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

造，这样，国家可以少出资金。 比如，农民在“二

五”时期义务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开荒、改造耕

地、造林等等，用工资计算，劳动折价约在 500
亿元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18](p.418)陈云说

这段话固然有受到反“冒进”的批评后需要对

总路线表态的意思， 但也反映了他的真实看

法。 他是管财经工作的，能用较少投资形成较

大固定资产，何乐而不为呢？
关于人民公社， 毛泽东讲过它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 今天看，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大，
政社合一，以社代政，埋藏了命令主义的隐患；
公，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刮“共产风”，是在生产

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向社会主义的高

级阶段过渡，即后来批判时说的“穷过渡”。 其

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是公共食堂，即人

们常说的 “吃饭不要钱”。 但深入分析就会看

出， 它们的起因也不是为着改变生产关系，而

是为着发展农业生产力，包括发展村办企业。
为了解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1955

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的高潮。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按语中指出，现在办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户

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

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 这种小社

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

步合并。 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

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 [15](p.257)此后，一些高级社

的规模就比较大了， 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千户。
1956 年冬季，农村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

的高潮，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修建长达几

公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

大 面 积 土 地 上 统 一 规 划 和 投 入 大 批 劳 力、资

金。 这不仅涉及合作社之间的利益，也涉及村

与村、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的经济关系。 如

果核算单位过小，很难办成这样的大事。 如果

完全按商品经济原则，谁投入谁受益，在当时

条件下也不可能。 因为修建灌溉渠道，很可能

是末端的穷村穷社受益， 而源头和中段出土

地、出人力的村和社却很难有什么报偿。 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想到把相邻的合作社和

村合并成大社。 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上

“大跃进”中地方工业遍地开花，造成农村劳力

紧张。 那时建水库、水渠，基本没有推土机、掘

土机之类的大型机械，主要靠肩挑手挖、人海

战术，男劳力不够，妇女也要上阵。 一些地方为

了尽可能腾出女劳力， 让她们参加工农业生

产， 很自然地想到办简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
敬老院，以便把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办人民公社和办大

食堂，无论是领导人最初的考虑，还是基层最

初的动因，都是为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扩大

农业经营规模，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村劳动

力，尽快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以适应快速

工业化的需要。 问题在于，后来出于种种原因，
宣传上过分突出了它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的意

义，给它附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而且

“层层加码”、“喧宾夺主”， 使人们反倒忘记了

它的初衷。
突出人民公社的所谓共产主义因素，反映

了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头脑中确实有急于过渡

的思想。 在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当然还

要一个过程，部分地区一两年或两三年，大约

一半以上的地区要四五年。 有一个文件（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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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提交给北戴河会议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的意见》）讲，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到共

产主义（指到 1967 年），我加了“第四个”三个

字，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指

到 1972 年），不然太短了。 刘少奇插话：第三个

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毛泽东接着说：加个“开

始”可以。 这些话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们理解成

他们是要跨过工业化阶段，向共产主义阶段过

渡。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关于掀起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个人思想

上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一书中有个分析，讲了四条：一是照搬马

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并扩大这些概

念的运用范围；二是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

期的经验，如供给制和无偿调拨；三是青少年

时代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包括空想社

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四是中国文化遗产

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如东汉末年张陵的五

斗米教等等。 薄一波没有提到民粹主义的影

响，因为毛泽东确实没有要跨过工业化阶段进

入共产主义的思想。
为了说明公社化运动并非民粹主义作怪，

还可举一些事例。 在 1958 年 11 月公社化运动

高潮中，毛泽东修改批准了《十五年社会主义

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 年）》。其中写道：
“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 经过人民公社这种

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促进

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

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

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成社

会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

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

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

主义奠定基础。 ”[19](p.504)同年同月经毛泽东修改

过的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也指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

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

械化和电气化）。 ”[19](p.515)同年 12 月，中共八届六

中全会在上述决议基础上制定的《关于人民公

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又指出：“无论由社

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制过渡， 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

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我们

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

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应大力发展我们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

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

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那样做，不仅是一种

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

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

曲和庸俗化”。 [17](pp.606-607)可见，毛泽东当时虽然

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

过工业化来过渡，而是要通过加速工业化来过

渡；虽然说过“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

义过渡”之类的错话，但那是建立在对粮食和

钢铁产量极度浮夸基础上的，是由于缺少实践

经验而对什么叫实现工业化、什么叫建成社会

主义认识不清造成的，是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着

本质区别的。
此后，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在钢铁、粮食

产量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间的问题上，头脑越

来越冷静， 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压缩生产指标，
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
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

全民所有制， 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

均分配等错误做法。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
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

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

一个艰巨任务， 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

了。 ”[20](p.116)在他于 1960 年主持制定的《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一些

供给制的做法最终被取消，公社内部的基本核

算单位也由原来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大队降

为了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小队。 这一核算制度

后来长期未变，一直坚持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

四

1966 年至 1976 年是一个特殊时期， 毛泽

东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把注意力转移到阶级斗

争而导致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

仍然希望国民经济能够尽快发展。 因此，这个

时期他对工业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围绕工业

化建设的所谓“路线”问题，集中体现在他提出

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及有关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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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中。
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应当从两

方面进行分析。 它一方面反映毛泽东晚年指导

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错误地认为“抓革

命”可以促生产。 另一方面，这一方针也反映了

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 无论理论还

是 实 践 都 证 明，靠“抓 革 命”是“促”不 了 生 产

的。 因为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专政

下的继续革命”， 就是斗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改革所谓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

建筑。 这样的“革命”，既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和

平演变的战略，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更不

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建

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相反，反倒给一些阴谋

家、野心家提供机会，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各

级权力，把国家引向灾难。 但是，毛泽东提出

“抓革命”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促生产”，促进

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并非否定工业化的目标。
因 为，不 是 别 人，正 是 毛 泽 东 面 对“文 化 大 革

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明确提出了“以安定团结

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不是别人，正

是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报

告中重申三届全国人大时由他提出的设想，即

第一步， 在 1980 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

世纪内（指 20 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技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

列。 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批准了国务院两次

关于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的报告，一次是 1972
年从西德引进一米七轧机； 另一次是 1973 年

从 西 欧 和 日 本 进 口 43 亿 美 元 的 成 套 工 业 设

备，其中包括 13 套大化肥、4 套大纤维、3 套大

石化、1 套烷基苯、3 个大电站、43 套综合采煤

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轮机、工业汽轮机和

贝斯发动机制造。 这两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 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对以周恩来和邓

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给予了相当大程

度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

上顶住“四人帮”的压力，解放大批老干部和科

学技术骨干，整顿生产、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

秩序，从而减轻了因动乱而造成的损失。 如果

毛泽东放弃了工业化的目标，上述事实就无法

作出合理解释了。
在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里，工业化建设

曾在两个方面受到过干扰。 一方面，要求生产

为“革命”让路，有经验的老干部、科技人员受

排斥，群众组织打“派仗”，耽误了不少时间。 如

果不是这样， 那 10 年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

的成就。 另一方面，又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的飞跃”，片面

强调高指标、高速度，从而造成农轻重、积累与

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四五”计划规

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 12.5%，钢产量要达到

3500 万吨至 4000 万吨， 重工业产值要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 40%。 这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再

次违反了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原则，
导致积累率高达 34%，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 10
年没得到多少提高。 这个事实也从反面说明，
“文化大革命” 期间确实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

标。 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
10 年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

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 “我国国民经济

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其

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

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卫

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

广，等等。 ”[14](pp.815、816)当然，这些成就不是“文化

大革命”取得的，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文

化大革命”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10 年里，南有美国侵越战

争，北有苏联陈兵百万，东有蒋介石叫嚣反攻

大陆。 中央判断帝修反有联合进攻大陆的可

能， 作出了全面备战和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
这一决策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一面，三线

建设也存在不讲效益、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弊

病，但它对于改变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

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也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前提。 另外，在三线

建设中，党中央强调大小三线同时建，使 20 世

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纷纷下马的地方工

业、社队工业有了转机。 1970 年全国计划会议

提出，各省区市都要建自己的小煤矿、小钢厂、
小有色、小化肥、小电站、小水泥、小机械，作为

支农工业体系，使县办和社办工业企业得到大

发展。 这些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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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工业化目标。 正因为社队工业在那一时期

得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才可能有农村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

一 个 独 立、民 主、自 由、统 一 和 富 强 的 社 会 主

义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这些目

标绝大部分都已实现或接近实现。 中国工业

化的任务虽然还没有最终完成， 但有目共睹

的是， 当毛泽东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

子 时，中 国 还 不 能 生 产 一 辆 汽 车、一 架 飞 机、
一 辆 坦 克、一 辆 拖 拉 机，而 当 他 撒 手 人 寰 时，
中国不仅能够制造这些东西， 而且造出了火

车 的 蒸 汽 机 头、内 燃 机 头、万 吨 轮 船、万 吨 水

压机、几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两弹一星”，
并建立了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 在他逝

世 37 年后的今天， 我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更

加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 经济总量已跃居世

界第二位， 工业化按国际通行的指标衡量已

接近最后阶段， 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都稳居

世界第一、二位，人民生活也总体逐步达到小

康水平， 正努力争取在 2020 年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 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党的“一个中

心、两 个 基 本 点”的 基 本 路 线 指 引 的 结 果；但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 这一切也是建立在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及广大

干部、 群众为中国工业化奋斗取得的辉煌成

果及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

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

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21](p.10)党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

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

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虽然这

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

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

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22]今

天， 我国第二次工业化的任务尚未最终完成，
以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

业革命又悄然来临。 但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

传统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工人阶级都是先

进生产力的主体，实现工业化都是现代化进程

中的历史性任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都要代表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毛泽东一生对中

国工业化孜孜不倦的探求，将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愈益显示出其深远意义。 我们纪念毛泽东诞

辰 120 周年，就要缅怀他为实现中国工业化所

作出的贡献，并继承他的遗志，坚持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紧跟世界新型工业化的步

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工

业化、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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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is individuality and
generality,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 is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ing to the Marx doctrine as a guide; in respect of basic economy system, it is required to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conomic sectors; in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it is required to
uphol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ed by the working class, based on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congress system and th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system to be in
power for the people.（FANG Song-hua MA Li-ya）
Promoting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Diversified Services Subject — “China’s
R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ssues” （III）：Steadily pushing forward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ing basic econom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exploring
effective forms of collective economy, strengthen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strength, enhancing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ain countermeasure is to strengthen the rural collective “three-capital” management, define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and establish organization system of registration and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promo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rading market, and push for
comprehensive support policy. Constructing new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modern
agriculture on the basis of family business. To guide and cultivate profit-making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ublic welfare agri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novate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docking mechanism, summarize and promote typical
patterns of social service.（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nagement Station）
O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the Aesthetic Culture and Control of Social Ethos： Aesthetic culture strongly affects the whole
ethos of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imperceptible influence to the thought and emotion, moral consciousness, faith and belief of the citizens.
Cultural ecology has a symbiosis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dominating character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trols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ethos. Artistic daily adaptation in a sense
“lowers” the threshold of the art and the aesthetic daily adaptation is to a certain extent “improves” the taste of life. Both cannot cover
a basic fact, that currently there is a memory los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phenomenon of ecological imbalance of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overflow “three vulgar” culture. If we want to control the social ethos by optimizing ec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ulture, we must treat the aesthetic cul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correctly. We must keep correct direction of
culture under the premis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so as to maintain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aesthetic culture in
the tide of commodity economy.（SU Bao-hua）
Social Ethos Governance: Important Sight of Innovating Social Management：Social ethos is an important scale to measure social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social etho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novating social managemen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ocial ethos governance has its inherent necessity,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requirements. Strengthening social ethos governance need to
explore the source, grasp the key, clutch focus, tackle the problem, strive to reverse social ethos, and actively cultivate good society, and
promote social construction.（ZHANG B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Traditional Ethic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 Taking the Gelao
Nationality in Northern Guizhou Area as an Example：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ethics is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under the impac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nority traditional morality must be carried on. Only starting from the particularity of minority traditional ethics, through the
criticism on conservative backward and superstitious parts,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good, to connect the
minority traditional morality with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nority areas be promoted.
（CHENG Wen YANG Wen-wu HUANG Ya-heng）
Mao Zedong and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Mao Zedong, 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had a strong desire and the firm faith to realiz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for which he has
carried on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and exploration, paid a lifetime of efforts. His pursuit and explora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namely before the year 1949, 1949 to 1956, 1957 to 1965, 1966 to 1976. In the process of his exploration, there ar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nd also mistakes and setbacks, but he never gave up the struggling goal for China ’s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viewpoint of socialism must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oday, we com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Mao
Zedong, we should remember hi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to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herit his legacy that insists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llowing the pace of world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struggling for the grand
goal of basically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whe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odernization whe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of new China.（ZHU Jia-mu）


